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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幼鸟和成鸟逃逸距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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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逃逸是鸟类常用的反捕食手段。自然选择会优化鸟类的逃逸距离，以便在躲避被捕食风险和保

持能量之间做出权衡。理论模型预测动物个体可依据期望寿命来调整自身的行为：期望寿命短的个体

倾向于风险偏好，即逃逸距离短；而期望寿命长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回避，即逃逸距离长。同时，逃逸

距离还受到外部因素（如人为干扰强度、鸟类群体大小）的影响。本研究在北京城区收集了麻雀（Passer 

montanus）145 只成鸟和 75 只幼鸟的逃逸距离数据，发现麻雀成鸟比幼鸟有着更长的逃逸距离，且成

鸟更可能是群体中首先逃逸的个体。此外，研究发现麻雀的逃逸距离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

随着群体大小增加而增加。本研究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存活率高的类群（成鸟）有着更长的逃逸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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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Escape Distances Between Juvenile  
and Adult Tree Sp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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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mon measure of anti-predator defense in birds under field conditions is the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which an individual would take action (e.g. alert, flee) when approached by a potential predator (e.g. 

human). These distances represent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risks of mortality due to predation and foraging 

opportunities. The difference of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among groups should reflect the difference in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survival: the group with relatively good survival prospect can be predicted to take 

small risks (long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in order not to jeopardize their prospects of survival. In addition, 

urban birds should have shorter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in order to coexist with humans that caused frequent 

disturbance than rural ones, while larger flocks have more eyes that should result in an earlier detection of 

approaching predators, therefore, increasing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We used field data on age-specific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in Tree Sparrows Passer montanus (145 adults and 75 juveniles) from Beijing city to 

test these predictions (Fig. 1 & 2). The analyses showed longer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in adult than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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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3 & 4) (e.g. alert distance in adults 11.76 ± 0.60 m, in juveniles 9.33 ± 0.71 m, Mann-Whitney U test, 

Z  = 2.662，P = 0.008; 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 in adults 8.71 ± 0.53 m, in juveniles 7.31 ± 0.68 m, 

Mann-Whitney U test, Z = 1.872，P = 0.061), and the adults, rather than juveniles, have higher probability to 

be the first individuals to escape within the flock (χ2 = 4.934，df = 1，P = 0.026). Independently,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pedestrian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lock size (Table 1).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adults take smaller risks than 

juveniles. 

Key words: Escape; Alert distance; 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 Distance fled; Tree Sparrows; Age  

逃逸（escape）是鸟类避免被捕食的重要

手段（蒋一婷等 2014，Møller 2015，方小斌等 
2017）。逃逸需要消耗能量，包括飞行的耗能和

占用觅食时间减少的能量获取。过早的逃逸会

增加能量消耗，而过晚的逃逸会增加被捕食风

险（Dowling et al. 2018）。所以自然选择会优化

鸟类的逃逸距离，以便在躲避被捕食风险和保

持能量之间做出权衡（trade-off）（Ydenberg et al. 
1986，Cooper et al. 2007）。逃逸距离（escape 
distance）指的是鸟类对捕食者做出反应（如警

戒、惊飞）时，与捕食者之间的空间距离（Møller 
2015）。对鸟类的逃逸距离有悠久的研究历史。

Darwin（1868）研究了笼养环境下的鸟类，发

现伴人种逃逸距离缩短。Hediger（1934）探究

了捕食压力对动物的影响，指出岛屿动物的逃

逸距离普遍短于大陆的近缘种。Cooke（1980）
在城市生境中观察，发现人类干扰强度增加会

导致鸟类逃逸距离的降低。Burger 等（1981）
进一步指出人类干扰下鸟类逃逸距离的变化会

改变鸟类的栖息地利用和繁殖状况。近年来的

研究发现，当人类靠近时，鸟类做出反应的距

离可以近似替代鸟类对自然界捕食者的逃逸距

离（Møller et al. 2008，Blumstein et al. 2016）。
这就使得逃逸距离的数据收集更加容易，相关

研究得到快速发展（Tatte et al. 2018，Blumstein 
2019）。 

逃逸距离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不同的组

分（Møller 2015，Tatte et al. 2018）：警戒距离

（alert distance）、惊飞距离（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和飞逃距离（distance fled）。警戒距

离是指，鸟类对靠近的捕食者首次表现出警戒

行为（如抬头环视）时，与捕食者之间的空间

距离；惊飞距离是指，鸟类逃逸飞离时的位置

与捕食者之间的空间距离；飞逃距离是指，鸟

类逃逸飞离的位置，到首次停落位置之间的空

间距离。影响鸟类逃逸距离及其组分的因素众

多，如体重、羽色、感官系统、繁殖状态、窝

卵数、被捕食压力、生境特征（Cooper 2003，
Møller et al. 2008，Møller 2015）。在众多的因

素中，期望寿命（survival prospect）是反应鸟

类逃逸距离的重要指标（Ydenberg et al. 1986，
Cooper et al. 2007）：期望寿命短的鸟类倾向于

风险偏好，表现出短的逃逸距离，以节约能耗

和增加觅食时间，提高短期的适合度；期望寿

命长的鸟类倾向于风险回避，表现出长的逃逸

距离，以降低被捕食的风险（Møller et al. 2012）。 
期望寿命与逃逸距离的关联得到实证研究

的支持。如，对欧亚大陆热带和温带鸟类逃逸

距离的比较，发现热带鸟类的惊飞距离均值为

15.6 m，约是温带鸟类惊飞距离均值（7.7 m）

的两倍，这与热带鸟类平均年存活率（survival 
rate）高于温带鸟类相吻合（Møller et al. 2013）。
上述研究中，多个物种的比较可以扩大预测变

量（年存活率）的变异程度，从而容易发现年

存活率与逃逸距离的关联（Møller et al. 2013）。
多个物种的比较在鸟类逃逸距离的研究中是普

遍采用的方法。该方法通常假定同一种群或同

一物种的逃逸距离是恒定的，至少是远小于种

群间或物种间的变异程度，从而可以用少量个

体的数据来反应种群或物种的特征（Mø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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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Blumstein 2019）。但逃逸距离在种群内

的变异不容忽视（Garamszegi et al. 2017），如，

Møller（2014）对家燕（Hirundo rustica）的研

究，Scales 等（2013）对歌带鹀（Melospiza 
melodia）的研究，Wilson-Aggarwal 等（2016）
对三种夜鹰科（Caprimulgidae）鸟类的研究，

均发现个体间的惊飞距离存在差异。对于性二

型（sexual dichromatism）的鸟类，不难观察到

种群内性比偏雄或偏雌的现象（Donald 2007，
Li et al. 2016）。考虑到多数鸟类出生时雌、雄

性比是 1︰1（Ewen et al. 2004），成鸟性比偏倚

反应了两性存活率的差异（Kuijper et al. 2012）。
而存活率影响到期望寿命，进而可导致逃逸距

离在性别间不同（Møller et al. 2016）。 
逃逸距离变异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是幼鸟和

成鸟之间的差异。冬季因食物短缺，是鸟类死

亡的高峰时期，尤其是对于觅食能力较差的幼

鸟影响更为严重（Perrins 1979）。成鸟的年存

活率可由环志-重捕数据获得（Gilroy et al. 
2012，Xia et al. 2015），但多数鸟类尚缺乏幼鸟

的年存活率数据。死亡的成鸟将由幼鸟补充，

对于数量稳定的种群意味着死亡的成鸟数量等

于能存活到成鸟时的幼鸟数量（Stearns 1992，
Roff 2002）。故可以用成鸟的年死亡率与每只

个体的年均子代数的比值来近似反映幼鸟的年

存活率。基于 Cramp 和 Perrins（1977-1994）
提供的鸟类生活史信息和欧洲鸟类环志的数据

（http://www.euring.org），发现成鸟的年存活率

普遍高于幼鸟，如麻雀（Passer montanus）成

鸟的年存活率为 41.5%，而幼鸟仅有 7.9%。故

我们预测幼鸟和成鸟的逃逸距离会有明显的 
不同。 

本文以麻雀为研究对象，关注种群内幼鸟和

成鸟的逃逸距离。麻雀隶属于雀科（Passeridae）
麻雀属，广布于旧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

并被引入美洲和澳洲（Summers-Smith 2017）。
麻雀春、夏季繁殖，当年出生的幼鸟至次年性

成熟（成为成体）参与繁殖（Summers-Smith et al. 
2017）。麻雀雌、雄两性羽色上是否存在分化尚

有争论（Eaton 2005），但基于反射光谱的研究，

发现两性间羽色差异很微弱，不易作为野外区

分性别的标准（胥帅帅等 2018）。从外形上可

以区分麻雀的幼鸟和成鸟：前者喙基淡黄色、

耳羽和喉部黑色斑块不明显；而后者喙基黑色、

耳羽和喉部黑色斑块明显（图 1）（Summers- 
Smith 2017）。由于麻雀成鸟的年存活率要高于

幼鸟的年存活率，故推测成鸟将采用风险回避

型的策略，表现为 1）成鸟有更长的逃逸距离；

2）成鸟更可能是群体中首先逃逸的个体。本文

的另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人类干扰和群体大小

对麻雀逃逸距离的影响。麻雀作为伴人种，为

避免人类干扰而导致的频繁逃逸，我们预测 3）
逃逸距离将随着人类干扰的加剧而缩短。群体

数量增加能更有效地发现潜在的威胁而提早做

出反应，故预测 4）逃逸距离将随着群体大小

的增加而增加。 
 

 
 

图 1  麻雀幼鸟（a）和成鸟（b）外形差异 

Fig. 1  Th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juvenile (a) and adult (b) Tree Sp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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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时间和地点 
本研究于 2018 年夏季（7 月 7 日至 9 月 8

日）在北京（北纬 39°56′，东经 116°20′）的高

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清华大学）和公园（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北海公园、北京植物园、朝阳公园、

地坛公园、海淀公园、景山公园、柳荫公园、

马甸公园、青年湖公园、什刹海、双秀公园、

天坛公园、玉渊潭公园、元大都遗址公园、中

山公园、紫竹院公园）开展。麻雀是北京地区

的常见留鸟，每年的春、夏季繁殖（张淑萍等 
2006，Zhang et al. 2010）。7 月以后当年出生的

幼鸟已经离巢活动，并且羽色和成鸟有明显的

不同（图 1），而这种羽色的差异会在秋季换羽

后减弱（Summers-Smith 2017）。选择高校和公

园作为研究地，一是考虑到麻雀的数量多，便

于发现研究对象（张淑萍等 2006，叶淑英等 
2013）；此外高校和公园均为人类设计的景观

（杨刚等 2015），以便削弱生境异质性对麻雀

逃逸距离的影响（Stankowich et al. 2005）。 
1.2  数据收集 

模仿 Blumstein（2006）和 Rodriguez-Prieto 
等（2008）方法来收集麻雀逃逸距离及相关的

数据，该方法普遍被应用在鸟类反捕食策略的

研究中（Møller 2015，Tatte et al. 2018）。首先

通过在研究地漫步发现实验对象麻雀。为避免 
 

实验对象受到天敌和其他行人的影响，只有当

实验对象周边 100 m 内无猛禽、家猫等捕食者

活动，且研究者是距离实验对象最近的行人时，

才开始记录数据。记录的数据包括日期、时间

（具体到分钟）、麻雀的个体数量。当麻雀数量

超过 1 只时，任选其中的 1 只作为实验个体。

利用 ACULON A30（8 × 25）双筒望远镜（尼

康，日本）观察实验个体的羽色，以判断年龄。

因麻雀出生的次年即可参与繁殖（Summers- 
Smith et al. 2017），故我们将当年出生的个体定

义为幼鸟；而非当年出生的个体定义为成鸟。

部分个体因植被、建筑物遮挡而无法看清羽色，

年龄记录为未知。完成上述数据的记录后，研

究者正对实验个体，步行靠近，直至实验个体

飞离。利用 CS600 激光测距仪（保时安电子，

中国），记录 1）实验个体首次表现出警戒行为

（抬头环视、凝视研究者、跳跃远离）时，与

研究者之间的直线距离；2）实验个体飞离时，

与研究者之间的直线距离；3）实验个体飞离的

起始位置到首次停落位置之间的直线距离。这

三个距离分别为实验个体的警戒距离、惊飞距

离和飞逃距离（图 2）。若实验个体在惊飞前未

表现出抬头环视、凝视研究者或跳跃远离，则

警戒距离与惊飞距离相等。当麻雀数量超过 1 
只时，记录实验个体是否为该群体首先飞离的

个体。实验个体飞离后，记录 3 min 周边 30 m
内的行人数量，作为人为干扰强度的指标。 

由于实验对象均没有进行个体标记（如环 

 
 

图 2  鸟类逃逸距离的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bird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u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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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采用如下策略以降低假重复（同一实验个

体被多次观测） 的可能性：相邻的观测点之间

至少间隔 50 m，且每次观测只记录 1 只实验个

体的行为。总共获得了 268 只麻雀的数据，其

中，幼鸟 75 只，成鸟 145 只，未知年龄的个体

48 只。已知年龄的 220 只个体中，因障碍物（围

墙、栅栏）阻隔研究者靠近，分别有 4 只个体

（2 只成鸟、2 只幼鸟）未表现出警戒行为，5
只个体（2 只成鸟、3 只幼鸟）未逃逸；因逃逸

飞离后停落的位置过远，或障碍物阻挡研究者

观察，有 9 只个体（4 只成鸟、5 只幼鸟）未能

记录飞逃距离。其余个体均获取了警戒距离、

惊飞距离和飞逃距离的数据。 
1.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基于 SPSS 20.0（Spss Inc，美国）

完成。所有检验均为双尾检验（two-tailed test），
在 P < 0.05 时认为差异显著。数据以“平均值 
± 标准误（Mean ± SE）”的形式呈现。 

由于警戒距离、惊飞距离、飞逃距离均不

符合正态分布（Kolmogorov-Smirnov 检验，P < 
0.05），故采用非参数的 Mann-Whitney U 检验

比较幼鸟和成鸟的差异。考虑到目标个体的逃

逸行为可能受到周边个体的影响，筛选出单独

活动麻雀的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对幼鸟和成鸟逃逸距离再次进行比较。通过

Chi-square 检验来验证群体中首先飞离的个体

是否更可能是成鸟。利用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检验人类干扰和群体大小对逃逸距离

的影响。由于发现了幼鸟和成鸟在逃逸距离上

存在显著差异，故回归分析中将不同年龄组（幼

鸟、成鸟）的数据分别分析。 

2  结果 

麻雀成鸟的警戒距离为（11.76 ± 0.60）m
（n = 143），显著长于幼鸟的警戒距离（9.33 ± 
0.71）m（n = 73）（Z = 2.662，P = 0.008）；成

鸟的惊飞距离（8.71 ± 0.53）m（n = 143）也长

于幼鸟的（7.31 ± 0.68）m（n = 72），二者的差

异接近显著（Z = 1.872，P = 0.061）；飞逃距离，

成鸟为（8.95 ± 0.64）m（n = 141），幼鸟为（8.97 ± 
1.35） m（n = 70），二者无显著差异（Z =﹣1.455，
P = 0.146）（图 3）。 

 

 
 

图 3  全部麻雀的逃逸距离 

（平均值 ± 标准误，n = 220） 

Fig. 3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of Tree Sparrow 
based on the total data set  

(Mean ± SE, n = 220) 

图中的星号示意差异显著（P < 0.05）。 

Asterisk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上述幼鸟和成鸟之间的差异，在单独活动

的麻雀中也表现出来。对于观察时单独活动的

麻雀，成鸟的警戒距离为（10.72 ± 0.89）m（n = 
50），显著长于幼鸟的警戒距离（7.89 ± 0.98）m
（n = 27）（Z = 2.091，P = 0.036）；成鸟的惊飞

距离（8.44 ± 0.89）m（n = 50）也显著长于幼

鸟的（5.72 ± 0.93）m（n = 26）（Z = 2.030，P = 
0.042）；在飞逃距离上，成鸟的（9.22 ± 1.02）m
（n = 48）和幼鸟的（12.89 ± 3.24）m（n = 26）
无显著差异（Z =﹣0.182，P = 0.856）（图 4）。 

对于非单独活动的麻雀，幼鸟（n = 47）
有 27.66%的比率是首先被惊飞的个体，而这一

比率在成鸟（n = 91）中高达 47.25%，二者差

异显著（χ2 = 4.934，df = 1，P = 0.026）。 
逃逸距离受到人为干扰强度（以行人数量

反应）和群体大小（个体数量）的影响（表 1）。
警戒距离和惊飞距离均随着行人数量的增加而

降低、群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飞逃距离受到

人为干扰和群体大小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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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人数量、群体大小对逃逸距离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number of pedestrians and flock size on escape distance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s 

年龄 
Age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 

回归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t P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377 0.120 ﹣3.138 0.002 幼鸟 
Juvenile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257 0.067 3.817 < 0.001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625 0.125 ﹣5.011 < 0.001 
警戒距离 

Alert distance 
成鸟 
Adult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146 0.038 3.816 < 0.001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375 0.116 ﹣3.222 0.002 幼鸟 
Juvenile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215 0.065 3.323 0.001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488 0.113 ﹣4.319 < 0.001 

惊飞距离 
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 成鸟 
Adult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128 0.035 3.670 < 0.001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225 0.261 ﹣0.861 0.392 幼鸟 
Juvenile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127 0.145 ﹣0.876 0.384 

行人数量 Pedestrians 0.072 0.152 0.474 0.636 
飞逃距离 

Distance fled 
成鸟 
Adult 群体大小 Flock size 0.039 0.047 0.833 0.406 

 

 
 

图 4  单独活动麻雀的逃逸距离 

（平均值 ± 标准误，n = 77） 

Fig. 4  Escape-related distances of Tree Sparrow 
based on the solitary individual  

(Mean ± SE, n = 77) 

图中的星号示意差异显著（P < 0.05）。 

Asterisk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3  讨论 

动物有多样的反捕食策略，如伪装、防御、

警戒、逃逸（车烨等 2014，Møller 2015）。其

中逃逸是鸟类最常用的反捕食手段（蒋一婷等 
2014，方小斌等 2017）。自然选择会优化鸟类

的逃逸距离，以便在躲避被捕食风险和保持能

量之间做出权衡（Dowling et al. 2018）。理论模

型预测动物个体可依据期望寿命来调整自身的

行为：期望寿命短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偏好，而

期望寿命长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回避（Ydenberg 
et al. 1986，Cooper et al. 2007）。这一观点在鸟

类逃逸距离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通过种间

（Møller et al. 2013）以及性别间（Møller et al. 
2016）逃逸距离的比较，均支持存活率高的类

群有更长的逃逸距离。相比于成鸟，幼鸟的年

存活率更低（Perrins 1979）。但二者间逃逸距

离是否存在差异，得到的关注较少。本文对北

京地区的常见鸟类麻雀进行了研究，通过比较

幼鸟和成鸟逃逸距离的不同组分，发现成鸟有

着更长的警戒距离和惊飞距离。 
鸟类的逃逸行为可受到研究者与鸟类间的

初始距离影响（Dumont et al. 2012，Samia et al. 
2014），相关研究中多选择固定的初始距离（如

30 m）开始实验（Møller 2015，Tatte et al. 2018）。
本研究在北京的高校和公园开展，研究地人类

活动频繁（张淑萍等 2006，Zhang et al. 2010）。
如果研究者和实验对象的初始距离设定得较远

（如 30 m），很难确保研究者是距离实验对象

最近的行人，从而无法避免其他行人对实验对

象的干扰；若研究者和实验对象的初始距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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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较近（如 10 m），则可导致研究者尚未进

入指定地点，实验对象已经被惊飞。所以在收

集逃逸距离的数据时，本研究没有固定研究者

与实验对象的初始距离。我们采用的数据收集

方法不会削弱本研究的结论。因为本研究是先

选定实验个体，然后再通过羽色来鉴定年龄，

所以初始距离的不同可能会增加逃逸距离的变

异程度，但不会改变成鸟与幼鸟逃逸距离的差

异。此外，鸟类的逃逸距离还会受到实验个体

停歇高度，以及生境特征（植被郁闭程度、与

庇护所的距离、是否存在阻隔捕食者的障碍物）

的影响（Stankowich et al. 2005，Møller 2015）。
这些因素可导致成鸟或幼鸟组内逃逸距离变异

程度增加，从而减弱了组间差异，但并不会改

变组间差异的结果。 
逃逸距离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分所构成：

警戒距离、惊飞距离、飞逃距离。这三个距离

之间通常正相关，但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Tatte 
et al. 2018）。如，鸟类自身体重影响飞行时的

能耗（Tatner et al. 1986），进而会影响到惊飞距

离和飞逃距离（Møller 2015），但对警戒距离的

作用较弱。在本研究中也发现这三者所表现出

的结果并不相同：成鸟的警戒距离、惊飞距离

显著大于幼鸟，而飞逃距离与幼鸟无显著差异。

警戒距离和惊飞距离在幼鸟和成鸟间的差异符

合理论预期，并且和种间（Møller et al. 2013）、
性别间（Møller et al. 201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即存活率高的类群逃逸距离更长。鸟类逃逸后

的飞逃距离，除了受到被捕食压力的影响，还

受到生境中庇护所（refuge）位置的影响（Cooper 
1999，Stankowich et al. 2005）。麻雀在城市生

境中很容易找到庇护所，如浓密的灌丛、建筑

物缝隙，这可能导致幼鸟和成鸟在飞逃距离上

没有表现出差异。此外，我们发现群体中的成

鸟更可能首先被惊飞。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存

活率高的类群（成鸟）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相

比于幼鸟，成鸟有更发达的感官、运动系统，

和更丰富的经验，这也有助于成鸟优先做出反

应（Møller et al. 2008）。 

在本研究中还发现，麻雀的警戒距离和惊

飞距离随着行人数量增多而降低，随群体大小

增加而增加。城市中生活的野生动物，警戒性

降低是普遍现象，有助于减少因频繁逃逸而消

耗的能量（王彦平等 2004，Legagneux et al. 
2013，Samia et al. 2015）。对近缘种家麻雀（P. 
domesticus）的研究，也发现在人类干扰强度高

的生境，逃逸距离有减少的趋势（Vincze et al. 
2016）。群体大小对逃逸距离的影响较为复杂。

群体大小增加能更有效地发现潜在的威胁而提

早做出反应。但另一方面，群体大小增加有助

于稀释个体所受的风险，从而降低个体的逃逸

距离。从 Stankowich 等（2005）和 Møller（2015）
的综述看，已有的例证普遍支持群体大小与逃

逸距离正相关。本研究结果也与之类似，集群

活动的麻雀数量越多，逃逸距离越长。这可能

是因为群体大小的增加，能更有效地发现潜在

的威胁而提早做出反应。 
逃逸距离反应了动物的风险权衡，受到外

部环境（如天敌密度）和动物自身（如期望寿

命）的共同影响（Møller 2015，Blumstein 2019）。
幼鸟和成鸟的存活率不同，但二者在逃逸距离

上是否存在差异，得到的关注较少。本研究发

现，麻雀成鸟有着更长的逃逸距离，并且更可

能是群体中首先逃逸的个体；逃逸距离随着人

为干扰强度的增加而降低，随群体数量的增加

而增加。逃逸距离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有着重要

的应用（Jiang et al. 2017，潘汝南等 2018），
如生态旅游区的景观规划需要考虑到野生动物

的逃逸距离，以确保野生动物安全的活动空间

（Gutzwiller et al. 1998，Heil et al. 2007，Weston 
et al. 2012）；机场驱鸟需要依据鸟类的逃逸距

离来优化干扰源的位置，以节约成本（de Vault 
et al. 2016，Swaddle et al. 2016）。成年个体和

幼年个体是稳定种群不可缺失的组分。本研究

的结果表明，需要考虑群体中不同类群（如，

成年个体、幼年个体）的逃逸距离，从而有效

地保护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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